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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抉择：列维翻译决定过程论评述 ①

李　倩，王　静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列维在其《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一文中的核心思想是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做出决策的过程。它是译
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体现。翻译好比下棋，在走棋过程中对每一步的多种可能的走法都要做出选择，在做选择时也需考

虑诸多因素。就吉里·列维这一翻译思想，阐述其观点，并评述其翻译思想的启发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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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里·列维（ＪｉｒˇíＬｅｖｙ＇），捷克斯洛伐克现代翻译研
究的先驱，布拉格学派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翻

译理论代表作有《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等。在其著作中，列维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

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在《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一文中列维指
出，翻译活动由一系列的步骤（ｍｏｖｅ）组成，每个步骤的完
成都与译者的选择相关，所以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不

断进行选择的过程。翻译时，译者的选择贯穿其中，彼此

相连，上一个选择将为下一个选择创造特定的语境。所

以，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做出决策

的过程”（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１］。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翻译好比是下象棋，下一步会受到上一步的影

响和制约，结果的好坏取决于译者从最初的理解到最后

的润色能否正确圆满地做出判断和抉择［２］。这也是译者

处理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忠实与美感等一系列矛盾

的过程。

１　语义的选择
语言都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词语一旦脱离语境，就

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具体含义。虽然词具有多义性，但

在一个特定的语篇中，词义选择的范围是可以确定的。

译者应首先确定这个范围，列出可供选择的纵聚合关系

语言项，再根据语境确定该词的具体含义。这些纵聚合

关系语言项都受同一个指令的限制和约束，列维将这个

指令称作“定义指令”（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１］。以德语
“Ｍｄｃｈｅｎ”为例，在英语中有“ｇｉｒｌ”“ｌａｄｙ”“Ｍｉｓｓ”“ｍａｉｄ
ｅｎ”等近义词，这些近义词的定义指令即“ａｙｏｕｎｇ

ｗｏｍａｎ”。以上近义词在翻译时都是“Ｍｄｃｈｅｎ”的备选
项，虽不完全对等，它们的风格、延伸意义有所不同，但在

语义上都有“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ａｎ”的涵义。同时，列维又把支配
译者做出选择的指令称作“选择性指令”（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１］，这些指令在语义、节奏、风格等方面会有所
不同。选择性指令与定义指令的关系是集合（ｓｅｔ）与子集
合（ｓｕｂｓｅｔ）、系统（ｓｙｓｔｅｍ）与子系统（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还有类
（ｃｌａｓｓ）与元（ｍｅｍｂｅｒ）。由定义指令约束的选择子集合被
选择性指令排除，选择性指令转而成为这个子集合的定

义指令，以此类推，直到译者找出单元纵聚合关系语言项

（ａｏｎｅ－ｍｅｍｂｅｒ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３］。这些指令由语言材料决
定，具有客观性，但选择这些指令的是译者，而译者的选

择过程与其知识结构、教育程度、审美水平等因素息息相

关，所以这样的选择又包含着主观性。

列维指出：“指令与相应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的模式

是由各民族语言的结构模式决定的。如果假定一个语义

场，各民族语言的语义场词汇切分的密度会不同。”［１］例

如，英语“ｍｏｒｎｉｎｇ”在汉语里可切分为两个成分：“早晨”
和“上午”。源语的语义切分越宽，也就是从源语的纵聚

合关系语言项到目的语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呈发散的趋

势，翻译变体的离差（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ｓ）就越
大，反之亦然［３］。比如我们在翻译中文“论文”这个词时，

会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英语表达方式：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ｉｓ，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ｉｓｅ等等，此时就是出现发散倾向；而在翻译
汉语中的“表哥”“表妹”“表姐”“堂弟”“堂哥”“堂妹”等

词时，在英语中仅用一个 ｃｏｕｓｉｎ便全包括进去了，此时就
是出现聚合倾向。列维认为，从欠发达语言到发达语言

的翻译过程中，发散倾向较为明显，比如原始民族诗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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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法语、德语等译本的离差较大，而从发达语言到欠

发达语言的翻译过程中，聚合倾向较为明显，比如《圣经》

的原始语言译本的离差就比较小［３］。如果将某一特定文

本译成目的语，又将目的语译为源语，如此反复，那么发

散和聚合的倾向在译者的选择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明

显，这也就是所谓的“回译”。由于出现了语义偏差，所以

“回译”能很好地检验译文文本的准确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会受到如何选择词汇这一

因素的影响，上述的发散与集中的趋势也会影响译者的

选择，而且当所列出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有界限不明

确的词语时，还需要译者做出恰当的合乎语境的选择。

碰到这类问题时，译者可列出几种解决意义或风格的方

案。这些方案或许会有很大差别，但译者只需选出一种

原文和译文信息一致，即最恰当的方案便可。从此意义

上也可以说译者的决定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因此，语义层面的决定过程是要从原文词汇的语义

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选出一种最佳的解释，再从目的语

词汇的语义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选出一种大致与原文相

符的意思。译者在不断地进行选择和做决定，最终的选

择涉及译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译者的审美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理念以及译者的个性

等等因素。

２　极大中的极小策略
翻译理论能指导译者采用最佳的翻译技巧获得最佳

的翻译效果，但实际上翻译是注重实效的过程，译者都希

望用最小的努力来达到最大或者说最好的翻译效果，也

就是列维所说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凭直觉采用了“极

大中的极小策略”（ｍｉｎｉｍａｘ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１］。
作为译者，都期望能以极小的努力找到所有应表述

的意义和风格的语言符号，以此取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译者会选择以最小努力达到

最大效果的方案。众所周知，电影名的翻译在中国内地、

香港和台湾往往因社会经济、语言文化和价值取向而异。

例如，《Ｒａｙ》是一部关于美国灵魂乐之父雷·查尔斯（Ｒａ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的人物传记影片，中国内地和香港译为《灵魂歌
王》，而台湾译为《雷之心灵传奇》。此外，还有《骚灵乐

父》《光芒》等译名。这也就是译者考虑到译本所面对的

读者群不同而给出了几个中文译名，以期获得目的语观

众的共鸣，使电影译名发挥其最大效果。但此策略还是

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评判者和读者因审美观和个人经历

的不同对译文的好坏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存在个人偏好。

比如电影《ＴｈｅＬｏｒｄｏｆｔｈｅＲｉｎｇｓ》在台湾的译名为《魔
戒》，而在内地的译名为《指环王》。这两个译名孰优孰劣

无法下定论，有观众偏好前者的翻译，也有观众偏好后者

的翻译。所以，此策略操作起来很难判断如何做是最小

努力和最大效果。在台湾到处可见的 ｓｃｏｏｔｅｒ（小型摩托
车）有一个“速可达”的音译词，笔者看来，这能算是译者

以最小的努力获得了最大的翻译效果，因为音译较省力，

且这个词无论在读音还是意义上都与 ｓｃｏｏｔｅｒ比较接近，
达到了翻译目的和效果。

在此策略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最小的努力很难

取得最好的翻译效果这样的情况。比如，对于那些超出

译者自身语言水平或美学标准最低限度的，或者可能会

引起读者不快的解决方案，译者往往不会采用；而有些不

一定能令读者满意的翻译方案，即使译者经过反复推敲

能找到更好的，译者有时还是会急于采用它们，因为这是

最小的努力。还比如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做出的选

择如果使译文既保留了原文风格又保证了语言纯正，那

么译者所期望的最好效果就达到了。但有时候的选择可

能只保留了原文风格或者是原文语言的纯正，这时，译者

就要权衡哪个比较重要，其取舍与目标文化内外因素有

关。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译法是要考虑到

所译文本读者群的量化构成、文本类型、文本体裁以及作

者所处的时代等等因素［４］。关于文本类型，凯瑟琳娜·

赖斯（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Ｒｅｉｓｓ）根据语言维度和语言使用的交际环
境把文本类型归为３类：信息型文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ｔｙｐｅ）、
表达型文本（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ｔｙｐｅ）和操作型文本（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文本体裁看是否超越了个体（ｓｕｐｅｒ－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的言语或写作行为，如产品说明书、告示等。确定
了文本类型后，再确定文本体裁，最后分析语言风格，即

关注语言符号、搭配方式等方面的选择［２］。

“极大中的极小策略”运用在翻译实践中是一个博弈

的游戏过程，文本类型不同，读者群不同，其侧重点也就

不同。译者在做翻译抉择时，面对的不仅是与原作者、读

者、文本类型的博弈，还面临着与批评者、委托人以及其

他翻译者的博弈［４］。译者可采用列维在文中举例时用的

相应的数学方法推算出在抉择过程中需优先考虑的

因素。

３　列维翻译思想的局限和启示
翻译既是阐释也是创造，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决定

过程，其中译者的决定也受各类复杂的、动态的、多层面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列维认为，采用功能的翻译观时不

仅要考虑到语义，还要考虑到文本的风格和形式［６］。他

在文章中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给出

了可供参考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微观层面如语义和风

格上为译者提供了考虑视角，但列维没有从更广阔的宏

观层面考虑，没有具体研究作者的功能角色与他们所处

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等之间的联系。翻译的选择问题

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

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仅仅是译者个人自

由的选择，还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

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７］。

列维指出，源语的语义切分越宽，翻译变体的离差就

越大。也就是说，语义切分得越细，翻译时可以选择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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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翻译变体离差这个概念的提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

了一个视角。我们可以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对比几个

译本，将语义切分为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几个层面，分

析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翻译变体的离差，系统地去研究语

言，同时可通过这种方法找出源语与目的语间对等或对

应的成分，来看翻译中的对等问题，并且对于文学文本涵

义的研究也能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释，使其解读性更强。

虽然列维此观点为探讨翻译中的对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

角，但他仅仅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诸多现象，更多的是描

述性研究，并没有详细阐述其操作过程和其现象产生的

深层次原因。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这是列维

翻译思想的核心。这一过程除了涉及到微观层面的各种

选择外，还包括关于翻译策略等宏观层面的选择，如对归

化或是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需要考虑译文在读者

中所期望达到的功能，在不违背原作意图的情况下采用

相应的策略，决定在特定语境中哪些原文语篇信息可以

保留，哪些必须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期获得最佳的翻译

效果。如果原文本语篇的文本或其他方面在译文语言中

是个缺项，译者就要通过调整译文文本的语篇加以平

衡［８］。译者的选择行为贯穿着整个翻译活动。译文就是

译者一连串选择积累的结果。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

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译者都有着诸多选择。从理论

上看，所有的抉择均处于“完全可以预测”与“完全无法预

测”这两极之间，这正好体现出译者肩负的权力与责任。

既然抉择处于这两极之间，那么译者做出此决定的原因

除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之外，还有受到源语文本与目的语

文本两套规范的制约，此类角度的思考也开启了后人对

于规范的探讨和研究。当代译者在做抉择时已经不仅仅

是考虑列维当时提出的那些因素，而是需要考虑其他更

多影响翻译结果的因素。

列维提出的“极大中的极小策略”有助于我们研究不

同文体手段的效用以及这些文体手段在不同文本类型

（如散文、诗歌、戏剧等）中的效用程度有何不同，还有在

不同的文本类型中，可比较语言标准和文体风格的相对

重要性。列维在当代西方理论的推动下，成功地将定量

分析的方法用于翻译，其翻译思想带有布拉格学派的印

迹［９］。在不同时代处理不同文本时，译者需分析译本所

面对的读者群的量化构成情况。译者对读者偏爱的实证

分析也可以检验译者对于译本的种种假设。但“极大中

的极小策略”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译者的抉择不仅仅

是个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受知识结构、自身情感、意识

形态等因素影响的过程，并且在此策略的博弈过程中，译

者对读者偏爱的实证分析所需的各种信息并不容易得到

妥当收集［４］。而且，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如何做才算是以

最小努力达到最大效果列维也未明确说明，只能靠译者

细细揣摩，因此，如果将此策略运用于翻译，操作起来不

便，也有一定难度。

列维在阐述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变量问题时

意图建构一个翻译的生成模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将所有
影响翻译决定的可能性因素明确而详尽地排列出来，但

他并没有在文中给出具体的模式。所以这种宏观的翻译

模式的建立还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因为要罗列所有变

量因素供译者参考是很难做到的。但一旦此生成模式确

立，翻译工作的研究将会有更广阔的视角。

４　结　语
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做出决

策的过程”。翻译过程也就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与取舍

的过程，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列维将博弈论

运用于翻译专题的讨论中，不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比

如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翻译时具体的遣词

造句，译者都需从诸多的备选项中做出唯一的选择。他

提出的“极大中的极小策略”指出译者在所有可能解决的

方案中，会选用能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他

的翻译思想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给以后的翻

译研究提供了可探索的角度。译者在抉择过程中只有全

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翻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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